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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藏传佛教密宗艺术兼具宗教教化和审美愉悦双重功能 ,是中国美术研究的重要内容。藏密艺术的创作过

程具有藏地宗教美术独特的思维逻辑和心理机制。藏密艺术在向中原“传播”、“转译”和“互动”的过程中 ,与中原

文化和汉地艺术双向交流 ,经过长期的融合与重构 ,最终形成一种全新的具有“汉地藏式”审美特征的艺术风格 ,

新风格的形成对中国宗教美术和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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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ibetan buddhist tant ric art has dual function bo th in religious education and in

aesthetic enjoyment. It is the impo rtant content o f the study o f Chinese art. It s crea tiv e process

has unique Tibetan religious logic of thinking and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In the process of

it s t ransmission, t ransla tion, and interaction into the Central Plains of china, it ex changed

w ith the culture of the Central Plains and Han Nationality Area. And af ter the long-term

integ ration, i t ev entually reconst ructed and fo rm ed a new arti stic style cha racterized by

“ Tibetan Style in Han Nationality Area” . The new sty le has im po rtant signi ficance in the

developm ent of the eth nic religious a rt and tradi tional cul tur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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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 ,藏地佛教文化对中原地

区的冲击和影响是巨大的。 伴随着藏密教义的东

传 ,藏传佛教艺术也随之在中原大地广泛发展和兴

盛起来。藏地艺术创作具有独特的思维逻辑和心理

机制 ,在其东传过程中 ,原本较为纯粹的藏地风格

不断融入汉文化和显宗教义 ,经过漫长的中原本土

化演变 ,最终形成了稳定的“汉地藏式”艺术新风

格。明清两代“汉地藏式”风格已成为中原民众审美

活动的主流导向。这一动态演变的过程及由此衍生

出的一系列艺术现象引起了众多专家和学者的关

注。本文旨在通过梳理“汉地藏式”艺术由“外来形

式”到“相互交融”再到“形成新风格”的发展脉络 ,

探讨一个源于外部的文化和宗教艺术体系 ,经过

“传播”、“转译”和“互动”与汉文化及中原传统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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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融合并重构自身的可能性。

一、藏密艺术的思维逻辑和心理机制

佛教传入中国后有显宗和密宗之分 ,公元 7世

纪 ,佛教及佛教艺术分别从大唐中原、印度、尼泊尔

传播到吐蕃。佛教入藏后便自觉与本土原始巫祭及

苯教信仰相互交汇、融合以求得生存与发展。最终 ,

藏地建立起一支有别于其他佛教宗派 ,融思想、观

念、习俗、仪轨、艺术活动为一体的信仰体系即藏传

佛教密宗。

密宗修行者认为 ,凡人必须得到神佛的“加持”

才能获得通晓宇宙世界的感应力。通过模仿特定的

手势、印契和坐姿 (身密 ) ,口诵所修本尊的真言 (口

密 ) ,潜心观想本尊 (意密 )的修习方法 ,研习“三

密”。最终 ,使身、口、意“三业”清净 ,达到“即身成

佛”的至高境界。

藏密的传播从一开始就伴随着高度发达的艺

术形式 ,通过直观的视觉形象帮助人们理解宗教义

理和哲学内涵。佛教寺殿、佛塔建筑、雕塑、壁画、唐

卡、彩绘、装饰等艺术形式被广泛地创作和使用 ,以

满足观想、祭祀、供养等宗教生活的需要。 故而 ,藏

密艺术富有宗教教化和艺术审美的双重功能 ,更是

宗教思想、观念、仪式、规范的物质载体。

藏传佛教认为 ,艺术活动和艺术创作本身就是

悟道修禅的方便法门 ,在其形成过程中 ,既体现了

宗教精神的神圣感 ,又满足了审美心理的愉悦感。

对于修行的僧侣来说 ,塑造神佛形象被视为引领解

脱的行为实践 ,佛教艺术活动是“观想”和“感应”神

灵的有效途径。人们通过绘画、雕塑、庆典活动 ,获

得审美经验 ,体会艺术意蕴 ,从而领悟宗教教诲。正

如雅科伏列夫在《艺术与世界宗教》中曾提出的观

点 ,“在与宗教仪式保持着有机联系的艺术里 ,艺术

幻想的成分 ,超越宗教规范的愿望受到千方百计的

压制。 恰恰是这样 , 宗教规范的认识意义在于 ,它

有可能让一些情感朦胧的反应绕开创造性幻想之

路立刻上升到稳定的、清晰的、宗教概念的层

次”
[1 ]
。这样 ,藏密于仪式艺术的双向互补之中得以

发展。

藏密艺术创作有别于普通艺术创作的心理机

制和思维逻辑。藏地艺术家多数兼具僧人的身份。

在藏传佛教特定的宗教文化背景下 ,艺术家们被引

导至一个由宗教思想所规定的既广阔又微妙的世

界中 ,经过禅定、观想、感悟、发菩提心 (开发心智 )

等心理环节诱发佛性 ,去除心性障碍。接着 ,将观想

中与自身相契合的本尊形象和宗教体会借助于心

手之功而外化 ,创作出富含密宗世界观和宗教精神

的艺术品。 同时 ,艺术家通过艺术创作将这种虔诚

的情感状态巩固并外化 ,使之成为稳定的物质形

态 ,并最终转化为具有自身价值和重大意义的审美

存在。

修行的僧众通过艺术活动和艺术创作将自身

沐浴和沉浸在一种宗教情感裹挟的心理仪式中
[2 ]
。

从而使藏密艺术不单只有审美意义 ,同时也有仪式

意义。 艺术创作不但是思想和情感的表现 ,也是倾

注了热情的行动 ,更是具有行为性和实践性的藏密

仪式。

藏地艺术家通过宗教艺术认识宗教世界 ,以艺

术创作为中介建立起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对应

关系。 在那些接受密宗影响的艺术家身上 ,宗教信

仰始终与他们的为人理想和艺术理想结合在一起。

艺术活动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艺术家们实现了

渴望和乞求的那种现实与理想的统一。 显然 ,给艺

术家以启示的与其说是艺术创作结果不如说是创

作活动本身。徐建融在《心境与表现》中说: “宗教是

人的自身异化的神圣形象 ,而艺术则是人的确证的

理想形式 ,这就造成了宗教美术客体两极性的差异

存在 ,及其在被动中求主动、限制中求创造的特殊

美学品格。 [3 ]”

二、藏密艺术在汉地的传播

(一 )唐代汉藏艺术交流构成了民族传统文化的重

要内容

　　西藏与甘肃、青海、四川、云南以及中国东南地

区有很多吐蕃时期的美术遗迹、遗物。这些始于公

元 7世纪左右的造像、造像碑、金银器、织物等艺术

品 ,大多富含藏传佛教密宗的神灵系统 ,有些集中

表现了“文成公主入藏”的情结和内容 ,直观地反映

了唐代吐蕃时期汉藏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中的

交流。例如 ,青海玉树县建有文成公主庙 ,青海贝沟

和四川仁达地区发现多处有确切纪年的大日如来

与八大菩萨题材的摩崖石刻造像 ,敦煌榆林窟第 25

窟壁画“婚嫁图”更是描绘了汉藏居民其乐融融的

婚宴场景。

以甘肃、青海为主的地区 ,藏密美术的艺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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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与西藏核心区域的图像模式以及印度佛教美术

的艺术风格皆有较大区别。该地区的图像元素杂糅

了中原、吐蕃、于阗、印度等多种风格 ,体现了多民

族、多文化交融的艺术特征。由于唐人在敦煌的长

期经营以及西域其他民族与藏地文化的影响 ,青

藏、川藏沿线的佛教造像融合了汉地自魏晋以来的

图像模式以及藏密的宗教内容 ,其艺术特色与公元

10— 11世纪定型的藏地本土佛教审美特征确有不

同。例如 ,莫高窟中唐时期的洞窟壁画《维摩诘变》、

《涅 变》中留有吐蕃赞普及其部从的列队群像。其

中 , 159窟《吐蕃赞普礼佛图》人物布局借鉴了汉地

“皇帝礼佛图”的图像模式 ,将藏式内容与汉地样式

融合。

莫高窟晚唐时期第 14、 156窟 ,皆为密教洞窟 ,

窟顶壁画菩萨以及公元 10世纪第 76窟《八塔变》都

具有浓烈的吐蕃波罗 (吐蕃东印度 )风格。 此外 ,新

疆 9世纪左右的壁画和雕塑所蕴含的“于阗”式样

对藏传佛教艺术同样具有重大影响 ,形成西藏后弘

期重要的“敦煌遗韵”并促成了 11— 12世纪藏传佛

教艺术的辉煌成就
[4 ]
。

(二 )元代汉藏艺术融合规模空前

元代统治者大力推行密宗 ,元世祖忽必烈封萨

迦派领袖八思巴为国师并钦定藏传佛教为国教。随

着藏传佛教密宗的传播 ,汉藏艺术以及多元文化的

融合在中原各地拉开了序幕。

元大都 (今北京部分地区 )与藏传佛教关系密

切 ,并成为藏密艺术的传播中心和聚集之地。例如 ,

位于北京阜城门内的妙应寺白塔是典型的喇嘛塔

样式 ,代表了由布敦大师倡导的藏式覆钵大白塔的

建筑风格。藏式佛塔融印度佛塔理念、佛学思想和

西藏苯教土石塔元素为一体 ,以其独特的建筑形

制、显著的色彩体系以及丰富的宗教内涵征服了中

原僧众。在传播中藏式覆钵白塔逐渐与其他建筑艺

术结合 ,开启了中原各地营建藏式佛塔的风潮。 此

外 ,北京还发现元代陀罗尼经幢 ,其上刻有汉文、藏

文、八思巴文、回鹘文、西夏文、梵文六种文字 ,象征

了和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文化发展和审美要求。

又如 ,居庸关外元代石刻造像承袭了唐以来传统的

“汉地藏式”石刻造像特点。发端于西藏的密宗造像

艺术 (史称“西天梵式” )由阿尼哥及其门徒传播到

大都、上都等地区。这种宗教艺术样式与汉地美学

思想融合形成了一种蕴含藏传佛教仪轨和汉地装

饰特点的造像风格并逐渐风行全国。

江南佛教密宗造像主要集中在杭州地区。南宋

灭亡后 ,新朝崇信藏传佛教 ,番僧杨琏真迦任江南

释教总统。这一时期典型的密宗艺术有灵隐寺飞来

峰石刻群、紫阳山宝成寺麻曷葛喇造像、宁波阿育

王寺浮雕毗沙门天像、江苏镇江西津渡过街塔等。

飞来峰石刻造像群包括佛、菩萨、护法、佛母、上师

等神灵系统。就石刻整体而言 ,飞来峰造像群呈现

出明显的“汉化”倾向。由于建造者充分考虑了显宗

在汉地的影响以及江南汉人的审美习惯 ,因此飞来

峰石刻没有雕造忿怒的明王和恐怖的护法 ,也未出

现无上瑜伽密双身像。飞来峰造像题材大多是佛、

菩萨、佛母等“寂静相”一类 ,造像面容慈霭和悦 ,具

有世俗人情的色彩 ,体现了对 “显、密共倡”的佛教

“慈悲”教义的宣扬。飞来峰石刻中有金刚手和宝藏

神造像 ,其“忿怒”、“摧破”、“降化”、“畏怖”的特质

被弱化 ,藏地造像的“忿怒相”被变革为近乎童真的

稚气。应该说飞来峰石刻造像的艺术风格体现了汉

地江南区域的人文精神和藏传佛教密宗艺术的互

动和交融 ,历史文化价值不可忽视 [ 5]。

(三 )明清两代藏密艺术风格成为审美活动的主流

导向

　　明代藏传佛教在汉地的传播得到了明朝政府

的支持和欢迎。 明成祖在位期间 ,藏传佛教传播踪

迹遍及全国 ,藏地高僧到汉地居住 ,朝拜名山 ,往来

于京城各大寺院传播密宗 ,藏密艺术和装饰流行于

上层社会达官显贵之中并成为这一时期审美活动

的主流导向。

北京真觉寺、大觉寺的雕塑都带有浓郁的藏传

佛教特色。 雍和宫、碧云寺、万寿寺、福佑寺等寺院

保留了大量藏传佛教高僧的史迹。永乐、宣德年间 ,

民间流传有大量藏式风格的金铜造像。

清代继承了元明两代对藏传佛教的政策 ,扶植

和利用藏传佛教作为其统治工具。藏密艺术的风格

广泛流行于民间并对汉地人民的宗教、文化、生活

全面渗透。

河北承德外八庙坐落于皇家的狩猎围场 ,营造

规模巨大。外八庙建筑群的艺术风格秉承了西藏格

鲁派寺庙的建筑形制 ,气势恢宏、神秘庄严 ,反映了

多民族国家和谐共处的时代文化。 此外 ,全国多处

地方建有形制独特的“金刚宝座”佛塔和藏式覆钵

白塔。北京地区的“北海白塔”、扬州地区的“瘦西湖

白塔”成为所属城市的重要地标。密宗艺术的图案

和文字在汉地人民的生活中也被频繁使用。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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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设、文玩、书籍中常常刻有八瑞象、八吉祥、仰覆

莲花座、六孥具等密宗装饰题材的纹案。

三、“汉地藏式”艺术风格的形成及其
审美特征

　　公元 7世纪开始 ,藏地与中原在政治、经济、文

化方面的联系日趋紧密。藏传佛教艺术在传播中深

受汉地文化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汉藏艺

术在风格手法、设计样式等方面相互借鉴 ,逐渐形

成了一种既蕴含藏传佛教仪轨又显露汉地美学思

想并具有强烈装饰意味的“汉地藏式”艺术风格。这

种新风格具有明显的视觉审美特征 ,具体表现为:

首先 ,艺术形象依据藏地密宗的神祗系统进行塑

造。佛、菩萨、天王的具体形象有藏地甚至印度密宗

图像的原始特征。 其次 ,技法装饰采用汉地艺术的

造型手法。部分造像的勾线造型甚至可以捕捉到吴

道子、李公麟的线描笔法。最后 ,早期藏密艺术浓郁

的西藏本地特征逐渐消失并转化为一种融合“藏

地”和“汉化”两种造型元素和艺术趣味的新标准。

纵观中原密宗遗迹 ,原藏地“忿怒相”造像中“摧

破”、“降化”、“畏怖”的特质被弱化并融入了汉地显

宗“寂静相”造像“慈霭”、“和悦”的人情色彩 ,这种

全新的审美标准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成熟和稳固 ,

最终演变成超稳定的艺术范式 ,长期驻留于汉地僧

众无意识的审美自觉中。

藏传佛教艺术在汉地的传播是中国美术史重

大的事件之一。佛教艺术是一个源于外部的文化和

宗教体系 ,它的视觉元素及其审美特征与中国传统

艺术观念有着显著的区别。“汉地藏式”艺术风格的

形成是藏传佛教东传的结果 ,也是我国多民族文化

交流与融合的显著表现。藏密艺术向中原传播的过

程中经过“传播”、“转译”、“互动”的动态发展与汉

文化双向交流 ,最终重构了自身的审美风格和艺术

兴味。在藏密艺术东传背景之下新生成的一系列艺

术概念是宗教美术多种文化联系机制中的研究焦

点 ,对中国宗教美术和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具有重

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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